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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毒品花样不断翻新导致误带、骗带案件持续增多，主观明知作为毒品犯罪定罪量刑重要因素认定愈

发困难。尽管经过了14份办案规范的规定，我国毒品明知的推定规范仍存在客观归罪、与刑法基本原则

相违背、自身或然性导致错案裁判等风险。因此，毒品犯罪中对于主观明知的判断应当谨慎适用推定规

范、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使主观达到概括性明知，同时在刑法上限制适用死刑，才能实现毒品犯罪主观明

知推定中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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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drug tricks continue to refurbishment which leads to incident, and the liary cases have con-
tinued to increase, and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drug crime. Despite the provisions of 14 cases of cases, my country’s drug known specification still 
has an objective and guilty, and is contrary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Therefore, in the 
crime of drug crimes, the judgment should be carefully applied to the estimated specification. 
Based on objective facts, the subjective facts have reached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limits the death penalty in criminal law, which can realize the subject of drug crime to 
hit crime and guarantee human rights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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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规定毒品犯罪都是故意犯罪，过失犯罪被排除在毒品犯罪的规制范围之外，因此，准确认

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是判断行为性质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新型毒品的形态不断变化、花样不断翻新，

使得毒品犯罪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社会危害性，也使得普通民众受蒙骗而骗带、误带毒品的可能性显著

升高；同时，面对毒品犯罪的严刑峻罚，犯罪嫌疑人对于司法机关主观明知的指控通常会否认或者在侦

查阶段对明知进行如实供述但是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又推翻供述，这给司法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明

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尽管 14 份办案规范已经规定了毒品明知推定的基本规则，但是新型毒品犯

罪司法实践中利用推定方式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过程中出现错案的风险也在不断增高。同时，由于推定

过于依赖基础事实，认定过程中也极易产生客观归罪的风险。因此，如何解决推定带来的实践中的风险，

厘清毒品犯罪中适用的规则，是判断行为人主观明知和行为性质的基础和前提。 

2. 新型毒品犯罪推定明知的规定现状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对主观明知进行明确规定，但是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

新型毒品犯罪手法不断变化、花样不断翻新导致司法实践中主观明知推定的需要不断加大，2000 年至

2015 年，从中央相关部门到地方共出台了 14 份司法解释和地方性规范。这些文件的制定主体从级别上

来说包括中央到地方，从地域分析跨越西南边境云南到东部沿海省份浙江上海；从使用罪名来看包括了

毒品犯罪的各个罪名。总之，我国已经形成了规制毒品犯罪主观明知推定方法运用的规范体系[1]。虽然

14 份文件发布主体和制定内容不尽相同，但是我们能够归纳出他们的共性，从而认识毒品犯罪主观明知

推定的规则。 
1) 通过条款列举基础事实。基础事实列举条款的适用是刑事证明活动中法定证明在毒品犯罪主观明

知推定规则的表现。控诉方举证证明办案规范条款所列举的基础事实，司法机关就可以根据控诉方已经

证明的基础事实便捷地推定出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明知这一待证事实。从当下 14 份办案规范来看，基础

事实列举条款处于不断丰富的趋势，其中列举较多的例如行为人抗拒、规避检查的基础事实表明司法人

员已经广泛认同通过该基础事实推定主观明知的认定方法。但是笔者认为尽管通过这一基础事实就可以

在法律上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也并非代表着这一基础事实的出现在客观自然事实上就能够推导出行

为人具有明知。同时，一些只有地方性规范提出的出现频率较少基础事实，例如《浙江工作指引》中列

举的“专程驾车前往毒品源头地区，返程时在车上查获毒品的”的情形是否属于规范的范畴以及是否能

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适用显然并无规范统一规定。 
2) 设置兜底条款。14 份办案规范中有 9 份在列举的基础事实之后设置了兜底条款，与列举条款详细

载明的基础事实不同，兜底条款的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司法人员可以根据其他列举条款载明的基础

事实之外的事实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关于兜底条款应当包含的范围，有些学者认为，兜底条款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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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同类解释，兜底条款所包含的情况应当与先前所具体载明的列举事项属于同一类，证明程度与先前

列举条款一致即可。但是笔者认为，办案规范中对于兜底条款的表述大多数都是“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

知道的”，前述详细列举的基础事实只要被证明存在就可以推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兜底条款的适用需

要举证事实达到“足以证明”的程度才能符合推定的要求，可以看出，毒品犯罪主观明知推定兜底条款

的适用要比其他具体载明的基础事实要更为严格、证明程度更严密，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工

作人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3) 推定可反驳。正如上述分析，常态联系并不完全属于必然联系，并不排斥个别情况下没有联系，

这种常态联系反映了推定的或然性和假定性，也决定了推定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一种可以辩驳的结论，

在推定过程中我们必然要给予行为人反驳的权利。于是，14 份办案规范也都设置了可以反驳的规定。反

驳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推定结论，犯罪嫌疑人也可对基础事实、常态联系进行反驳，只要是能够使司法人

员对推定结论的基础事实、常态联系、推定结论的客观性、合理性产生怀疑，就应当做出对嫌疑人、被

告人有利的判断结果。虽然推定规则中反驳的设置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

权益，以免推定规则的滥用，但是反驳条款常常被学者诟病。一些学者认为即使有反驳条款的存在，刑

事推定允许当事人对推定结果进行反驳，仍无法避免推定规则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冲突[2]。 

3. 新型毒品犯罪推定明知规则的运用风险 

(一) 推定明知运用风险的类型 
1) 明知推定有客观归罪的风险 
罪责自负原则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我国刑法长期贯彻的基本原则，根据两项原则的要求，毒品犯

罪主观明知的认定必须根据行为人自身的认识，构成犯罪所要求的明知必须是行为人自己对于犯罪构成

的明知，如果采取的是行为人以外其他人的主观认识，实际上就是只注重行为和危害后果而忽视行为时

主观状态的客观归罪。但是正如上述 14 份办案规范中规定的那样，毒品犯罪中对于主观明知的推定的结

果并不是行为人自己主观的认识状态，而是行为人之外的人证明了某些客观事实的存在，而后根据常态

联系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判断，显然，这违反罪责自负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要求，具有客观归罪的风

险。明知应当是行为人自己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状态，而不是行为人以外的他人对行为人认识状态的

判断[3]，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推定就是将第三人对行为人明知状况的认定与行为人自己的明知相混淆了。

例如莫卫奇就是典型案例 1，莫卫奇先后两次帮熊正江到云南运送玉石共获利 2000 元，而后熊正江又让

莫卫奇帮忙运送玉石。上家安排莫卫奇包车到芒市后再飞回昆明，莫卫奇在芒市机场安检时其托运行李

包夹层内被查获海洛因 1027 克。一审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死刑。莫卫奇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重新确

认莫卫奇的反驳后改判其无罪。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是莫卫奇的种种行为是违反一般公众的行动轨迹，

并且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其次根据法律规定，作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正常人，推定莫卫奇“应当知道”

所运输的是毒品，最终判决其构成运输毒品罪。该法官就是将基于证据之外的其他客观事实对行为人主

观状态的判断以证明行为人自己主观认识，仅凭客观行为归罪忽视了行为人自身的辩解和反驳，最终导

致了错案发生。 
2) 明知推定的或然性有错误裁判风险 
正如前述对推定规则的分析，推定是通过证明基础事实而后根据常态联系认定待证事实的，其中从

基础事实到常态联系的推理环节被省略。可见，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推定依赖于常态联系，可是虽然常

态联系是常见状态，也无法避免出现例外联系，同时，如果推定赖以运行的常态联系都具有或然性，那

么推定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具有或然性最终导致冤假错案。例如，只要行为人被证明曾经因为走私毒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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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3059


王艺颖 
 

 

DOI: 10.12677/ds.2022.83059 446 争议解决 
 

判处刑事或行政处罚，那么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在当前案件中具有主观明知。先前类似行为的证据在刑事

诉讼法中由于和当前案件无关同时带有明显的偏见性，本属于应当排除的证据类型，但是在毒品犯罪主

观明知的认定中却被当作基础事实，通过此种事实进行推定必定会导致推定结果有错误的可能。再如多

个办案规范提到的，如果行为人以蒙蔽手段逃避海关检查，则应当推定行为人对涉案毒品具有明知。诚

然，行为人对所涉物品进行藏匿明显是意图逃避海关检查，但是行为人以蒙蔽手段逃避海关检查不必然

是明知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毒品意图逃避海关检查，也可能是以为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除了毒品以外的

其他违禁物品而逃避海关检查或者只是为了逃避缴纳税款。由此可见，尽管毒品犯罪主观明知推定由不

同部门多次规定和修改，作为推定基础的常态联系仍带有极强的主观性，推定定罪的案件也具有较高的

错案风险。 
3) 推定明知与刑法基本原则要求相冲突 
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法中被奉为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正如前述分析，毒品犯罪主观明知

推定至少在推定降低证明要求、转移证明责任、改变证明对象，三个方面与无罪推定的核心内容相违背。

无罪推定的要求是如果控方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那么被告人在法律上处于无罪的状态。

在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推定中，只要证明基础事实的证据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并没有确实充分的

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本身，只是因为行为人未能够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待证事实就被认定有罪，这明显是对

无罪推定原则的违反。其次，由于刑事推定涉及诉讼利益和风险的规则性分配，因此属于立法事项，司

法解释原则上不应当设立刑事推定[4]。在当前法律没有规定对毒品犯罪主观要件可以推定的情况下，如

果在诉讼中转移证明责任对待证事实进行推定，就与无罪推定以及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刑事诉讼基本原

则和法理要求相冲突，违背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也会对司法实践中的定罪量刑

造成危害[5]。 
(二) 推定明知风险的实践表现 
1) 邮寄渠道型 
随着快递市场的发展，邮寄方式也成为犯罪分子进行毒品犯罪的新型选择。毒品犯罪分子在走私、

贩卖、运输毒品过程中利用不知情的快递物流公司采取“人货分离”的方式实施毒品犯罪将毒品寄递到

目的地，但是在寄递的过程中不会填写真实的身份信息。利用这种方式，即使快件被查获时也只能抓捕

被利用的收件人，对于发件人司法机关通常难以找到他的身份和线索。被利用的收件人不知其所签收的

是毒品的情况屡见不鲜，也难以提供自己却不知是毒品的反驳证据，其辩解可能仅限于不知道快递中夹

藏毒品或者在收到毒品前不知道为什么收到高额报酬。这些看似空洞无力的反驳难以提供证据进行证明，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可能发生的情形，如果仅凭办案规范列举的基础事实进行推定极易造

成错误判断。例如方钢非法持有毒品一案 2 中，方钢受周群委托代取快递送至其出租屋内后返现包裹内

包含毒品，遂用黑色胶带将该锡纸包裹予以固定并藏匿于租住房内的一台空调机的机盒里，检察机关以

非法持有毒品罪对方钢提起公诉。本案中，方钢受周群委托代其收取快递，在案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方

钢在代取快递时已明知快递里面夹带有毒品，亦不能证实被告人方钢与周群有实施贩卖、运输毒品等犯

罪的共同故意，且不能排除案涉 15.58 克冰毒系公安机关为了破获毒品犯罪案件而安排被告人周群所为

的合理怀疑，因此不符合司法解释中“主观明知”推定适用的条款，不能认定方钢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2) 蒙骗陷害型 
蒙骗陷害型毒品犯罪涉及两种被他人蒙骗涉毒情形。一种是毒贩使用蒙骗手法利用不知情的他人进

行毒品犯罪；另一种是司法工作人员为了增加破案、结案的业绩陷害他人涉嫌毒品犯罪。第一种情形下，

 

 

2参见：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2016)皖 1881 刑初 410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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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亲朋好友或者工作上级领导利用行为人携带或者贩卖毒品。此时，蒙骗人不告诉行为人毒品可以

使被蒙骗人行为更加自然从而提高行动的成功率，同时也能够避免被蒙骗人索要高额报酬。因此如果在

被亲属或者上级蒙骗的状态下涉毒，司法人员根据基础事实推定其有罪，会造成极大的错案风险。例如

陈泽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案 3，2013 年 12 月 26 日，陈泽雄受同案人庄某某的雇请驾驶汽车搭载庄

某某的朋友接收到一名男子携带一个纸箱和一个布袋。随后，陈泽雄被公安机关设卡拦停，庄成发庄某

发开枪击伤民警后逃离现场。民警在陈泽雄驾驶小汽车的后排座位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一审以陈泽雄

未驾驶自己车辆、和庄某某通话频繁等异常行为推定陈泽雄明知毒品参与运输贩卖，判决其构成运输毒

品罪。陈泽雄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最终改判陈泽雄无罪。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泽雄是否明知毒品而仍

帮助他人运输毒品。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应当从客观的行为去分析主观上的认知，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

则，报酬是否反常是推定行为人主观是否有犯罪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本案中陈泽雄并无因客观上

帮助了运输毒品而获得巨额的报酬，由此难以报酬多少为切入点去推断主观认知，故在案证据无法排除

被追诉人陈泽雄是因被人蒙骗而客观上帮他人运输了毒品的合理怀疑。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泽

雄明知是毒品仍协助他人运输。 

4. 新型毒品犯罪推定“明知”的适用路径 

(一) 谨慎适用明知推定 
毒品犯罪认定主观明知采取推定时必要的，从毒品犯罪 14 份办案规范来看，认定主观明知的基础事

实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司法机关效率，但另一方面，根据前文分析，运用推定方式认定被告

人主观明知的过程减轻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如果不加区分地频繁使用，将会增加错误认定的概率。为了

尽可能保障被告人的合法利益，贯彻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当限缩推定的适用。其次，尽管办案规范都

规定了被告人反驳的权利，但是，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多情况下，司法机

关为了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往往会忽视案件事实，仅依据部分事实就认定行为人具有主观明知，对于

被告人提出的反驳置之不理。因此，毒品犯罪认定主观明知时应当谨慎适用推定的方式，只有在对案件

事实有较大争议或者通过直接证明难度较大导致严重放纵犯罪的情况下，才能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依据

科学合理的推定方法、同时结合经验法则，通过适用推定解决案件争议。此时，刑事推定的价值更多的

是体现在效率上。综上，尽管推定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层面看推定是符合情理的，但是推定本身就

不能绝对地贯彻疑罪从无的要求，因此推定只能够在证据无法直接证明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情形下谨慎适

用。 
(二) 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 
收集案件基础事实要充分、确实、客观，在此基础上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从客观到主观认定犯

罪事实的过程，不仅避免了主观入罪，而且得出的推定结论更易于被社会公众认可[6]。首先，要保证证

据的真实性，基础事实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定条件,这就要求基础事实必须经过法定程序的严格质证。而且

由于双重推定会严重影响推定结论的可靠度，所以基础事实不能是通过推定的方式获得的。其次，司法

实践中毒品犯罪诸如毒品、用于毒品犯罪的工具之类能作为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客观证据数量很少，

但是比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其他言词证据又更难以收集，因此，充分保证仅有的少数

证据的客观性就成为判断的重要基础[7]。再次，基础事实必须全面，要保证有充分的基础材料，也就是

说，必须全面收集行为人毒品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推定只是经验法则的总结，推

定的结论仅仅是可能发生的事；同时，由于毒品犯罪往往只能收集到间接证据，只有收集充分、足够的

间接证据，才能保证推定结论的客观性、真实性。例如，余辉、何雄飞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3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刑终 321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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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中 4，被告人余辉、何雄飞携带藏有毒品的五个标有“冬虫夏草”字样的紫红色盒子共同前往沧源佤

族自治县城投寄毒品，后被公安机关查获，以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何雄飞一审后上

诉称所提其被骗参与本案，其不明知邮寄的“冬虫夏草”盒子里面有毒品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进一步

查证，其系吸毒人员，结合其在公安机关的有罪供述，足以认定其主观明知是毒品，故其被骗参与本案、

不明知是毒品的上诉理由与在卷证据相悖，不能成立。可以看出，本案中法院并非执着地依靠单一的基

础事实，而是充分收集证据，综合得出真实、客观的结论。例如在某案件中，甲男乙女是男女朋友关系 5。

办案机关对乙女进行了有罪推定，认定乙女明知其男友贩卖毒品，仍为其转账结算，或提供资金，并电

话通知其男友销毁涉案的物证，但乙女是否知悉其男友贩卖毒品存疑。本案中，乙女为其转账结算，不

能推定乙女必然知悉其男友涉嫌贩卖毒品；提供资金，也不能据此推定乙女主观是明知；至于电话通知

其男友销毁涉案毒品，因缺乏相应的通话录音，本案无法推定被追诉人主观是明知其男朋友贩卖仍蓄意

提供协助的结论。最后，检察机关对乙女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三) 主观需达到概括性认识 
概括性认识是行为人对具体涉案物品属性的“不确定”认识，而“明知”是行为人对于犯罪结果的

具体预见，不能因为行为人对毒品的具体种类认识处于不确定状态，就否认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

正如于志刚所说，“行为人对毒品等犯罪对象的法律性质有着盖然性认识，在主观上对于犯罪对象及其

法律性质是一种既不确定又不排除的认识状态。基于此种心理态度而实施的运输毒品等犯罪，主观上属

于间接故意。”[8]但是对于毒品犯罪概括性认识的对象仍有不同观点。学界通说观点认为，只要是认识

到所涉物品可能是毒品即可，不要求明确认识到具体毒品种类[9]。但笔者认为，毒品的概括性明知对象

应当是具体的毒品类型。毒品种类的认识与毒品犯罪定罪量刑密切相关，同时，毒品的种类反映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毒品种类不同，法益侵害性也不同，裁判时法定刑的配置也不同，法益侵害性应当与主观

恶意相统一，罪责刑应当达成统一，因此毒品类型应当是故意的明知内容。综上，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

只要能够证明行为人对其所涉物品概括的认识到是某一类毒品即可，只要认识到其行为可能的法律所禁

止的行为，行为人就具备了不法意识。 
(四) 在推定明知的认定方式下谨慎适用死刑 
对刑事推定的适用规制，本质上属于对刑罚权的限制[10]。首先，正如前述分析，推定是一个始终存

在风险的证明方式，根据基础事实的认定始终存在错误入罪的可能性，因此，为了给生命留有纠正的余

地，适用推定明知的认定方式时应当谨慎适用死刑。其次，死刑适用的前提必须是证据充分且确凿，属

罪大恶极，罪行存在疑问或者不能形成完整证据体系的坚决不能适用死刑。2010 年 2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 29 条指出，拟判处死刑的具体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证据

必须确实、充分，得出唯一结论，所以推定的明知不能满足死刑适用的要求。再次，根据国外刑事立法

和刑事司法经验看，对推定的故意犯罪往往予以从轻处罚或者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例如英国海关法规

定，如果通过推定行为人具有毒品犯罪的故意，其受到的刑罚应当小于直接证明得到的故意。但是司法

实践中仍然存在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且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就判处行为人死刑。例如，前述莫

卫奇一案中，一审法院的两次判决中对莫卫奇“明知”的认定，均采用了推定的方法，但是在推定的运

用中又存在明显问题，首先，法院采用与推定无关的以证据证明的方式认定案件事实认为“熊正江的供

述证实二人应该知道是带毒品”。以证据证明方式认定案件事实，证明标准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否则便不能认定。而本案熊正江的口供时有反复、前后不一，并不足以证明莫卫奇确系“明知”。其次，

法院据以认定明知的一项基础事实即“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由于莫卫奇已对“行程路线”问

 

 

4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云刑终 417 号刑事裁定书。 
5参见：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狮检公刑不诉(2017) 24 号不起诉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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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做出了“合理解释”，该基础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可靠性已被动摇，亦足以阻却推定适用。 

5. 小结 

推定是严厉打击新型毒品犯罪政策的需要，减轻了司法实践中主观明知认定的困难。但是，作为一

把双刃剑，对推定的法律设定和司法适用不当会造成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产生冤假错案的情况。因此，

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推定一定要谨慎适用，做到从基础事实出发，同时关注行为人自身认识能力等个

人因素，证明其对毒品种类的达到概括性明知即可，最后，从审慎的角度出发，以推定方式认定的主观

明知谨慎适用死刑。以此才能最大发挥推定应有的价值，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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